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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罗马法时期，关于债权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应为让与人还是受让人的问题已有争论，但迄今为止各国立 

法对该问题的态度依旧存有分歧。我国合同法虽然规定了由让与人履行通知债务人的义务，但对受让人能否在一 

定条件下成为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则未予涉及。纵观各国立法，将受让人作为债权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不仅必要 

而且可行。因此，我国《合同法》第  80 条应进行扩张解释，将受让人纳入到让与通知的主体范畴，以应对实践 

中出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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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知主义模式下“适格通知主体” 

的引出 

债权让与合同如何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各国立 

法对此大致有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为“自由主义” 

模式，它是指债权让与效果依照原债权人和新债权人 

订立的合同而产生，债权人无需通知债务人本人，亦 

无需征得其同意。第二种为“通知主义”模式，它是 

指虽然债权人转让债权无需债务人同意，但债权让与 

效果的产生除需要原债权人和新债权人订立合同外， 

还需债权人对债务人作出债权让与通知。 第三种为 “债 

务人同意主义”模式，认为合同权利的让与必须经过 

债务人的同意才能生效。 

我国曾在《民法通则》中确立过债权让与的“债 

务人同意”规则 
① 
，但此后的《合同法》在对待该问题 

上并未延续《民法通则》的思路，而采用了“通知主 

义”的立法模式。例如，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80 
条第 1 款规定，只有在债权人通知债务人的情况下， 

其债权转让行为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由此可知，如 

果债权人未尽到通知义务，则其转让行为并不发生债 

权转移效果，债务人依然可以向原债权人进行有效清 

偿并使其债务消灭，而此时受让人只能行使其基于原 

因关系而主张对出让人的债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 

任。 [1] “通知主义”的立法例主要有以下优点：一方 

面，它充分赋予债权人处分债权的自由，鼓励了市场 

经济条件下债权的转让和流通，避免了债务人同意主 

义立法例的弊端；另一方面，它注重了对债务人的保 

护，使债务人能够及时了解让与的事实，不致因对债 

务转让毫不知情而遭受损害，从而避免了自由主义立 

法例的弊端。 

尽管“通知主义”的立法例存在上述优点，但该 

立法模式却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个自罗马法时期就已出 

现，至今犹存争议的问题——受让人能否成为发出让 

与通知的适格主体。对于该问题，各国立法、学说以 

及判例中存在诸多差异，理论上“肯定论”与“否定 

论”兼而有之。就我国《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的立 

法表述而言，虽然明确了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是债权 

人， 但对是否也允许受让人进行通知的问题并未涉及。 

有学者指出， 该条文对通知主体范围的界定过于狭隘， 

受让人亦可作为通知主体。 [2] 那么，我国的该款规定 

究竟是恰当还是过于狭隘，易言之，受让人究竟能否 

成为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依然没有定论。 

二、让与通知适格主体的比较法考察 

对于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问题的探讨，最早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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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至罗马法时期。这一时期，学界对该问题的态度主 

要有三种代表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债权由受 

让人掌握，应当由受让人通知债务人；第二种观点认 

为，由于债权让与是让与人放弃债权的行为，应由让 

与人通知；第三种观点认为，让与人通知和受让人通 

知的效果相同，二者均可为通知。最终，第三种观点 

获得立法者的认可，相关主张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得 

以体现。 [3]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民法理论的发展，近 

代各国立法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立法体例上也 

呈现出“只能由让与人为通知” 和“让与人和受让人 

双方都可以通知”两种形式 [4] 。针对这两种立法例， 

本文将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条约中的 

相关规定，对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问题进行分析和比 

较。 
(一) 大陆法系的通知主体考察 
1. 物权形式主义下的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物权变动模式上采物权形 

式主义，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物权的变 

动不仅需要债权合同的存在，而且需要一个独立的物 

权合同的存在，物权合同成立，物权变动发生。因此， 

在它们的立法中， 均将债权让与协议视为准物权契约， 

债权让与协议一经达成，即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受 

让人取得债权，债务人只是在受通知的情况下，债权 

让与协议才对债务人产生效力。由于债权让与协议一 

经达成，债权即发生移转，而受让人由此取得了债权， 

作为债权人的受让人自然可以向债务人进行通知。但 

是，由于债权让与协议作为合同，具有相对性，第三 

人无法了解内情，因此，如果债务人根据受让人的通 

知向受让人履行债务，则其要承受因债权让与协议无 

效或被撤销所带来的风险。 但在让与人通知的情况下， 

即便债权让与协议无效或被撤销，债务人亦可根据表 

见让与 
② 
的规则而不需承受此种风险。 故从权利实际移 

转和保护债务人利益的角度，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承 

认让与人与受让人均可以通知。例如，《德国民法典》 

第 409条第 1款规定： “债权人为在让与证书中指明的 

新债权人开具让与证书，并且新债权人向债务人提示 

此证书的，视同通知。 ”类似地，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典》第 297条也规定在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后，债权让 

与即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2. 债权意思主义下的法国立法 

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似，法国也认为债权让 

与的通知主体包括受让人。 根据 《法国民法典》 第 1690 
条，受让人在对债务人进行有关债权转让的通知后， 

该债权即对第三人具有约束力，此外，如果债务人在 

有关的公证文书中明确表示接受债权转让，债权转移 

效果亦可发生。尽管法律规定类似，但法国法如此规 

定的立足点与德国法却有不同，因为，法国法没有区 

分物权和债权， 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 

其物权变动模式采取的是 “充分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 

的债权意思主义。根据该模式，只要让与人与受让人 

双方达成合意，债权让与的效力即可发生，而作为新 

债权人的受让人(尽管该债权尚不能约束债务人)有权 

进行通知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尽管德国法与法国 

法在物权变动模式上以及对债权让与协议的认识上存 

在截然的分歧，但在债权让与协议成立的效果上却殊 

途同归，即：两国立法均认为只要债权让与协议有效， 

债权移转的效果即可产生，只不过，在未通知债权人 

之前，该让与行为尚不能对抗债务人。既然如此，由 

作为新债权人的受让人通知债务人亦无不妥之处。 [5] 

3. 日本和我国澳门地区的相关立法 

当然，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并非一概认同受让 

人为债权让与通知主体，日本和我国澳门地区的相关 

立法和判例就只承认让与人为适格的通知主体。 例如， 

根据日本《民法典》第 467 条的规定，非经让与人通 

知债务人或者债务人本人承诺，债权让与不能对抗债 

务人和其他第三人。日本之所以在债权让与通知主体 

的问题上将受让人排除在外，主要是因为：一旦承认 

受让人通知的效力，实践中可能会发生“受让人”编 

造债权让与事实对债务人作虚假通知，进而损害让与 

人或债务人的利益。 [6] 此外，我国澳门《商法典》第 
877  条也认为债权让与通知主体原则上应当是让与 

人，但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 英美法系的通知主体考察 

英国法上，成文法和判例法中的操作并不完全吻 

合。根据英国《1925年财产法》第 136条的规定，所 

有的债权和其他权利财产均可以转让。但权利转让须 

遵循以下规则：①转让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且须由 

出让人签字：②该转让必须是绝对的，而非仅授权他 

人追索债务；③出让人须向其债务人、受托管理人或 

其他义务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情况。根据该规定， 

有学者指出“由于英国法中债权的转让实际上是通过 

让与人的单方允诺来完成的，那么，在让与人通知以 

前，受让人并没有取得债权，因此，债权让与通知的 

主体限于让与人。 ” [5] 然而，英国法院在判例实践中往 

往又不遵循这样的规定，在 Pan Shipping Ltd  v.Credit 
Corp Ltd(1994)中，法院判决，由受让人(一家银行)交 

给债务人(一条船的承租人)一份书面的支付要求，是 

一份充分、有效的通知。 [7] 

根据美国立法，只要让与人完成相应的债权让与 

意思表示， 即发生债权转移效力，受让人便取得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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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法中让与人、受让人都有权进行债权让与 

通知。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406 条规定， 

应收款债务人可以直接向让与人进行偿付以清偿债 

务，除非应收款债务人已经受领了一份由让与人发出 

或受让人确认的，表明已到期或者将到期的债权已经 

让与且应向受让人偿付的通知。一旦受领该项通知， 

应收款债务人应向受让人偿付以清偿债务，此时若再 

向让与人进行偿付则不能视为清偿债务。从中可知， 

让与人和受让人都可为债权让与的通知，一旦债务人 

受领，则只能向受让人清偿债务。 
(三) 国际公约中的通知主体考察 

国际经济法上对让与通知究竟应该由谁发出也有 

不同的立法。《国际保理公约》 将让与通知的主体规定 

为让与人， 根据该公约第 8条， “应由卖方或经其授权 

的保理商发出书面转让通知” ，即如果保理商(受让人) 
要发出通知必须要经得卖方(让与人)授权，显然对保 

理商极为不利。 与之相反，《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 

让公约》虽经多次讨论，但最终确定文本中的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转让人或受让人均有向债务人发出债 

权转让通知的权利，但发出通知后只有受让人可发出 

偿付指示，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由 

此推之，该条将通知的主体确定为让与人和受让人， 

且双方可以对由谁发出通知进行约定，无约定则双方 

都可以向债务人发出让与通知。 

三、受让人能否成为通知主体的 

比较分析 

从以上立法例中我们可以发现， “让与人和受让人 

均可通知”的立法例是多数派，而“只能由让与人通 

知”的立法例是少数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国家的 

立法并无可取之处，况且立法都是在利益的妥协和衡 

平下进行的。一般而言，在谁有权为债权让与通知的 

问题上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8] ：一是权利实际移转状 

况考虑；二是债务人利益保护考虑；三是受让人利益 

保护考虑。围绕着这三个因素，理论上也有肯定论和 

否定论两种观点。 
(一) 肯定论——受让人能成为通知主体 

肯定论者认为，受让人能作为债权让与通知主体 

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首先，从债权让与制度的设置 

目的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保障受让人取得的债 

权利益顺利实现。因此，在债权让与行为发生后，有 

必要使债务人知悉债权转移事实，以便其向受让人及 

时履行。 [9] 所以，从实践操作的效果看，让与人通知 

与受让人通知并无实质差别，因此允许受让人作为让 

与通知的主体，有利于债权利益的顺利实现。其次， 

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看，由于现代社会人员的流动 

性较强，实践中让与人转让债权后即下落不明的情形 

并不罕见，此时，如果依然要求由让与人发出让与通 

知不仅无法提高交易效率、保障交易安全，而且会带 

来难以克服的实践障碍。因此，对于受让人而言，如 

果其能向债务人出示债权转让的协议或其他凭证，并 

能证明让与人通知已无可能，应当视为已经通知。当 

然，如果债务人对此存有异议，可向法院提出审查申 

请。 [10] 第三，从受让人的角度，受让人接受原债权人 

给他的权利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基于对价而受让， 

在对价的基础上，受让人应该有权利对债务人进行通 

知或要求让与人对债务人进行通知，以便告知债务人 

债权转移事实并督促其及时履行债务。 需要说明的是， 

为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肯定论主张受让人在进行 

债权让与通知时， 应向债务人出示诸如债权让与合同、 

让与公证书等权利凭证，否则债务人可拒绝向受让人 

履行。 [11] 

(二) 否定论——受让人不能成为通知主体 

否定论的基本主张在于，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债 

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与债权让与合同的当事人并不相 

同，因此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订立的债权让与合同并 

不能对债务人产生效力。为保障交易安全，债权让与 

通知应当由原债权人(受让人)向债务人发出，如果受 

让人未向让与人提出通知要求，其应当承担债权利益 

无法实现的后果。事实上，有关立法之所以拒绝承认 

受让人为债权让与适格主体， 也正是遵循的“谁转让、 

谁通知”的原则。此外，否定论最大理由在于主要考 

虑到债务人可能会遇到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在债 

务人和受让人没有任何“交易信用”作为基础的情形 

下由受让人进行通知，如果债务人选择清偿，但该通 

知存在欺诈，债务人将会遭致“重复清偿”的风险， 

而如果选择不清偿，债务人又将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 

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在允许受让人通知的情形下， 

如果债务人拒绝向受让人给付，而债权转让的确真实 

有效，债务人将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如果债务人 

向受让人进行给付，而债权转让却不成立或不生效， 

债务人对出让人的债务仍不消灭。 [11] 并且，如果广泛 

地允许受让人就权利转让事由对债务人进行通知，就 

凭空给债务人增加了审查出现在面前的债权转让通知 

是否属实的负担(而债务人根本没有这项义务)，甚至 

还会使债务人卷入“提出异议， 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的麻烦中，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12] 。然而，否定论者也 

认为，如果受让人能够提供由受让人制作或认可的债 

权凭证，且相关凭证得到债务人的认可，则有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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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与让与人通知相同的效力。 [1] 

通过对比以上两种观点，不难看出，尽管两者具 

有诸多分歧，但都力图在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 

率以及维护让与人、受让人、债务人利益上寻求一种 

平衡的状态。只不过，两种观点的侧重点有所区别： 

前者强调通知效率、方便，主张允许受让人作为让与 

通知的主体；而后者更强调对交易安全的保障，主张 

原则上不允许受让人作为让与通知的主体，只有在特 

殊情形下才允许受让人进行通知，并必须提供一定证 

据证明权利转让事实方可。但尽管两种观点在表面上 

看针锋相对，但就实质而言，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肯 

定了“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的可能性” ，这也表明否定 

论亦承认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的例外。既然如此，受 

让人有无成为通知主体的必要以及有无可能，本文将 

作进一步分析。 

四、受让人成为通知主体的正当性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从立法上确立受让人成为 

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在世界范围内渐成趋势，但欲真 

正在我国立法中确立该规定，还必须在理论上对否定 

论的质疑予以回应。换言之，受让人成为让与通知的 

适格主体以及立法能否通过相关的制度性设计，以消 

除质疑者的顾虑极为关键。以下，本文从三方面对受 

让人成为通知主体的正当性进行论述。 
(一)  受让人成为通知的主体是构建债权让与信 

用机制的要求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两大法系合同法都要普遍遵循 

的重要原则，对于债权让与，有学者认为它并未摆脱 

合同的相对性，而只是从一个合同的相对性关系中经 

过主体的变更到了另一个合同的相对关系中，不应属 

于合同相对性的例外现象。 [13] 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该 

观点并没有错，但是从债权让与的效果来看，在宽泛 

的意义上将其定位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并无不 

妥，因为债权一旦让与，原来债权债务关系中的特定 

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将变得面目全非，原来的“法锁” 

关系随之打破，债务人转而直接向第三人进行债务清 

偿。 [14] 并且， 在债权让与中， 只有经过对债务人的 “通 

知程序”方可使得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也表明了需 

要充分重视债务人在债权让与中的作用。因此，债权 

让与在效果上实际上已经有趋向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 

例外，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债权让 

与中的交易效率，更需要维护的是债权人、债务人以 

及受让人之间的一种交易信用机制。 

然而， 如果我们仅将让与人视为让与通知的主体， 

则实际上赋予了让与人单方决定让与合同对债务人生 

效的权利，如果让与对其有利，他就可以通知债务人 

而使让与合同对债务人产生效力；而一旦让与人认为 

他能够从其他的受让人处获得更大的利益，则其可能 

不会对在先的让与进行通知，受让人仅能向让与人主 

张违约责任，而不能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如此以来， 

债权让与的目的实际上随着受让人信用的缺失而落 

空。事实上，在债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受让人其实成 

为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关 

心债权让与结果的是受让人，因为如果通知主体仅限 

于让与人，让与人又殆于通知的情形下受让人是无能 

为力的，所以由他进行通知于公平法理也是适合的。 
(二)  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体现了合同法的公平 

原则 

如前所述，让与通知的目的是为了使债务人尽快 

知悉债权转移事实，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以保 

障受让人取得的债权利益顺利实现，而从实际操作的 

效果看，让与人通知与受让人通知并无差别。因此， 

德国和瑞士两国在对待让与通知的效力问题上，就采 

取了较为实用的 “原则通知主义” ，它们认为原则上债 

务人接受通知后才对受让人发生效力，但债务人受通 

知前已知让与事实的，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亦生效 

力。 [15] 无疑，以债务人是否知悉让与事实作为债权让 

与效力发生的节点，而不纠结于应当由让与人通知或 

者受让人通知更能体现合同法的公平原则。根据“原 

则通知主义” ， 既然受让人通知与让与人通知的效果是 

一致的，那么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让与人与受让人还 

可以对谁为通知义务进行约定，若无约定，亦可适用 

民法中“法无明文禁止即许可”原则，即：无论是让 

与人还是受让人，都可以成为通知的适格主体。 
(三) 受让人的可信度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弥补 

否定论的一个重大理由就是存在受让人通知欺诈 

的风险而将使债权人限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本文认为， 

这种顾虑从考虑交易安全的角度而言不无道理，因为 

我国《合同法》对通知主体的规定侧重于保护流转安 

全，即使付出了一些效率上的代价也是为了最终避免 

纠纷的发生。但是，该弊端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的 

方式来解决，比较可行的方式在于对受让人进行通知 

的效力予以相应限制。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 

面规范受让人的通知行为：第一，附属义务要求。即 

规定受让人进行通知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与此同时必 

须提供有关债权让与的证明。具体而言，可借鉴前文 

中所列的《德国民法典》第 409 条第 1 款规定。相应 

地，《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 17 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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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中也规定：在债务人收到受让人发出的转让通知 

之后，有权利要求受让人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充 

分证据来证明债权转让确已作出；如果受让人没有提 

供确实的证明，那么债务人可以不承认债权让与的效 

力，直接向转让人付款以解除义务。其中，受让人提 

供的关于债权转让的充分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由转让人 

签发并指明转让确已发生的任何书面文件。相类似的 

规定也可以见之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318(2) 
条。 [16] 第二，限定充分证据的范围。根据《联合国国 

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 第 17条第 7项的规定， “充 

分证据”的合理形式一般分为两类：一是让与人签发 

的关于让与的证明或确认文件；二是让与合同本身。 

此外，让与合同的复印件也可被认定为构成充分证 

据。 [17] 实践中，如果受让人提供的不是书面证据，而 

是在书面证据之外提供了其他无法直接证明转让确已 

发生的证据，由于债务人无法明确其内容的真实性， 

一般可以不予认可。因为如果对债务人克以过高的审 

查义务，则未免过于严苛，不仅不能保障债务人的权 

利，反而有加重债务人负担之虞。因此，对受让人提 

供的书面证据以外的证据， 应从各国立法的实际出发， 

对其进行一定的明确和限定，并赋予债务人决定其是 

否有效及充分的权利，以保障债务人利益。第三，规 

定受让人提供“充分证据”的时限。从我国《合同法》 

第 80条第 1款中可以看到， 由于没有规定让与人向债 

务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时间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纵容 

让与人在通知义务的履行上进行拖延，进而影响到受 

让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实现。 [18] 同理推知，一旦我们赋 

予了受让人的通知资格，为了让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能 

够得到保障，也应设置“合理时间”限制，在该合理 

时间范围内由受让人提供充分证据，而债务人有暂时 

不履行义务的权利。如此，则避免了债权人和受让人 

恶意串通损害债务人利益，平衡地保护了债权人、债 

务人、受让人之间的合法利益。 

五、受让人成为通知主体的立法建议 

通过前文对受让人成为通知主体正当性的分析可 

以看出，我国《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的规定未免过 

于狭隘，该规定不仅会给受让人造成不公平，也会给 

债权让与的实际操作带来难题。从目前实践操作的角 

度出发，应对该款作目的性扩张解释，将受让人纳入 

到通知主体的范围。但是，为了保障债务人的交易安 

全，在受让人进行让与通知时，必须提供债权让与合 

同、让与公证书等能充分证明其已取得债权的证据。 

如果受让人不能充分证明，则债务人可以拒绝向其履 

行相关义务。 [19] 将通知主体扩大到受让人范畴，不仅 

有利于受让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有利于债务 

人实际债务的顺利履行。 

从长远的法律制度设计而言，笔者认为有必要对 

现行的《合同法》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如前分析， 

目前比较法上已经对受让人为通知义务的程序有了普 

遍、明确、细致的规定，而从我国当前立法来看，相 

关的民法典草案中也有了进一步的立法，如我国《绿 

色民法典》第 65条规定： “受让人为让与通知，必须 

出示取得债权的证据，否则，债务人可拒绝对其履 

行。 ” [20] 对此，由梁慧星教授所起草的《中国民法典 

草案建议稿》第 789 条也作了类似规定，如果受让人 

在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时，能够提供债权让与的相关文 

件，或其他有关债权让与的有效证明文件，那么受让 

人的主张与让与人进行让与通知具有同一效力。基于 

此，本文建议，我国应在未来的民法典修订制定过程 

中，对债法总则中有关《合同法》债权让与的规定进 

行相应修正，可具体表述为：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 

当由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受让人为让与通知的，必须在 

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已经取得债权的充分证据，否 

则，债务人可拒绝向其履行。 ”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 “合同一方将合同的 

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 

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 ” 

② 表见让与是指让与人或受让人将债权让与事实通知了债务人， 

债务人基于对该让与事实的信赖而向受让人为履行的，即使让 

与并未发生或者让与无效，债务人的履行仍起消灭债务的作用。 

依照拉伦茨教授的说法，债权人在此时承受的不是法律行为理 

论范围内的信赖责任，而是一种权利表见责任。参见杨明刚著. 
合同转让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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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per subject of the notice of assignment: 
on the Paragraph 1 of Article 80 of China’s Contract Law 

WANG Tingting, FANWeiguo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ongqing Nan’an Distract, Chongqing 40006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oman  law  period，there  exists  controversy  as  to whether  the  proper  subject  of  the notice  of 
assignment should be the assignor or the assignee, and so far the standpoints of the national legislation are still different. 
On  this  question,  the  Chinese  Contract  Law  provides  that  it  is  the  obligation  of  the  assignor  to  notify  the  debtor, 
however, whether  the assignee can  be  the  appropriate  subject  of  notifying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s not  addressed. 
After inspection of the legislation overseas, we found that it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for the assignee to be the proper 
subject  of  the notice  of  assignment. Therefore,  the article 80  of  the Contract Law should  be extensive  interpreted  to 
bring the assignee into the subject category in order to face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in practice. 
Key Words: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notice of assignment; the assignee; assignor; proper subject; Contrac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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